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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影像再現的四種範式

⊙ 吳海清 張建珍

 

中國電影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程，一百多年來，西部一再被作為獨特的文化、社會與地

理空間呈現在電影中。總結中國電影對西部地區的影像再現，當有多種範式，茲論述其中四

種典型範式。

一 現代化敘述範式中的西部影像

現代化無疑是現代中國最深刻的歷史實踐，它不僅深刻地影響了整個中國的社會建構，而且

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認知與敘述方式。儘管啟蒙的、革命的、國家的、市場的以及社會主義的

等現代化敘事之間頗為不同，但這些敘事也有一些共同的敘事邏輯：科學普遍性、歷史進

步、傳統向現代的轉化、權利核心以及人類學中心等。在這種敘事邏輯中傳統與現代、國家

與地方、城市與鄉土、東部與西部、共同體與社會、沿海與內地、中國與西方等常常以二元

對立的方式存在。這種認知與敘事方式廣泛地影響了現代中國的各種再現話語。

而電影作為一種典型的現代藝術更是深受這種認知與敘述方式的影響，並比較典型地體現在

對西部中國的敘述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萬家燈火》《八千里路雲和月》到此後的

《小二黑結婚》《李雙雙》《五朵金花》《劉三姐》《洪湖赤衛隊》《農奴》再到《冰山上

的來客》《人生》《芙蓉鎮》等等。這些影片故事內容儘管大不相同，歷史跨度也很大，但

不難尋繹到它們共同敘事範式。

一是這些影片都以民主、民族─國家、階級、解放、進步、革命、主體性等現代性視角來再

現西部，敘述西部如何落入前現代歷史中而失去正當性與合法性基礎，或者敘述西部在現代

性話語的啟蒙下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克服自己認知的錯誤，通過改良與革命方式改變自己置

身其中的社會結構，進入現代歷史：認同民族國家、階級身份，參與歷史的創造，獲得個人

的尊嚴與自由，建立民族國家等等。

二是這類影片一般都會敘述西部風俗習慣、人文地貌等方面的獨特性，如《五朵金花》中的

雲南、《劉三姐》中的灕江、《冰山上的來客》中的新疆等。這些西部獨特的地域風情在影

片中會做三種處理。第一，作為具有差異的、獨特的審美物件的西部，觀眾在這裏不僅可以

領略西部優美的風土人情，而且可以感受到這些差異性的地域文化受到了充分的尊重與真實

的再現；第二，西部的風土人情總是經過了現代性話語的編碼，一方面西部的風土人情常常

是單純的空間性與結構化的，無歷史的，這種編碼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弱化乃至於消去了西部

的歷史記憶，從而最大程度地削弱西部歷史話語對現代性敘事普遍性的破壞，另一方面現代

性話語常常通過民間、民主、階級、主體等敘事重構西部的風土人情，如《冰山上的來客》

中新疆風情的價值就在於其民間的、人民的等；第三，西部風土人情只具有傳統的、地方性



的價值，並且已經不能為人們的生活與社會關係提供整體性的建構意義，它需要認同現代性

價值，並接受後者對自己的分類、改造、重述與整編。換句話說，西部的風土人情常常具有

風俗多元性，而不具有價值多元性，具有地域的差異性，但不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只有國

家、階級、個體、社會、人類等話語才具有更普遍的意義，如《五朵金花》中的地方性存在

只有結合到國家整體利益、並通過國家才能具有歷史與未來價值。

三是這類影片總是直接或者暗示現代性歷史前景，這種歷史前景不僅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而

且具有倫理的正當性，並且總是與主流人群的真實而普遍的意願一致的，即與人們自由、幸

福意願的統一。從而證明現代性價值是人們意欲、主動認同的、最符合人們潛在而真實的要

求的，如《劉三姐》，儘管這是一部歷史題材的影片，但人們不難看到要解決劉三姐等人被

壓迫的命運只有對階級統治有充分意識、並能結成階級共同體、通過鬥爭的方式才能真正實

現自己的利益，這無疑從歷史角度證明了現代階級意識與階級革命的普遍價值與歷史真理

性。

二 作為文化象徵的西部影像

1980年代中期以來，近百年中國現代化敘事遭到了人們的普遍質疑與反思，超越現代化話語

範式、重構中國文化基礎的努力成為各種中國敘述的一個重要命題，建立新的敘述範式是這

種文化努力的關鍵之一。這種敘述模式以生命意識、感性欲望、自由意志、消解歷史合理性

與生存的普遍悲劇為中心。在這種敘述範式中本能與文明、自由與壓制、快感與死亡、個體

與歷史、原型與當下之間具有衝突共生的複雜關係。

受這種文化語境與敘述範式的影響，電影中的西部影像再現的範式也發生了變化，此時的西

部成為一種文化象徵，在從《老井》、《黃土地》、《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到《盜

馬賊》、《炮打雙燈》、《秋菊打官司》等一批影片中，西部成為中國電影中的典型文化空

間，是整個中國的象徵。這些影片再現西部是一般會有幾個特徵。

一是將西部作為一個前現代的空間或者抽象性的時空。在這個空間裏，時間常常是靜止的，

而空間卻被極力強化出來，成為人們生存的主要乃至於唯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老井》中

的大山、《黃土地》的黃土高原、《大紅燈籠高高掛》的陳家大宅以及《盜馬賊》中的西藏

等，都是如此。正是因為這些大山、高原以及深宅等營造了一個獨特的封閉空間，人們在這

個地方生、在這個地方死，他們不僅走不出這個地方，而且無論怎樣抗爭也最終會被這塊土

地所吞噬。影片常常以大全景再現西部，輔以移動鏡頭，造成了超越人們的視野習慣並且無

限綿延空間，人在空間中則顯得微不足道。而且在這種空間化的狀態中，任何歷史規劃似乎

都失去意義。無論是保守主義對傳統的眷念還是進化主義對未來的烏托邦想像都不能改變空

間本身的封閉性與絕對性。

二是影片常常被還原到最基本的生存狀態，影片在赤裸裸的狀態中體現人的原始生命及其扭

曲，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展開生命過程。這些影片大多將人物放在極端的環境中，無論是生

存條件還是生存工具，都或者非常簡單原始，或者殘酷嚴峻。在這種環境中人們只能以原始

的方式表現自己的存在，他們在血腥的械鬥、性衝動、生存底線以及抗爭自然的日常壓力中

表現自己的生命，因此，這裏的生命常常是赤裸裸的，或者是原始生命力的直接顯示。人們

既無法改變自己生存的自然環境，因為面對自然的巨大力量，人們擁有的簡單工具以及微不

足道的身體力量完全無法撼動自然的巨大存在，但也正是在這種狀態下，生命的身體性存在

及其力量才宛如雕塑般地突顯出來。這裏表現的不僅是身體的肉體性存在，還有沉澱在身體



中的大地的厚重、千萬年生存抗爭的凝固以及從身體中爆發出來的基本渴望。在《老井》中

這種身體性存在表現得很突出。人們也無法改變自己生存的社會環境，這種環境在封閉中行

使著威權，它通過家族、宗教、社區以及其他權力形式將人們的生存壓縮到最低的自由程

度，於是乎人們只能通過越軌的方式來實現生命欲望，這就造成了一方面欲望是極端強烈

的，另一方面欲望又是扭曲的。欲望也因此總是與死亡聯繫在一起。在《菊豆》中不難看到

這種欲望、家族、死亡、繁殖之間的聯繫。在這裏，生存不是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展開，而是

以極端方式在極端狀態中展開，生命與自然的直接碰撞、欲望與文明的血腥衝突就成為這些

影片再現西部生命的基本方式。

三是影片把西部作為象徵化的空間，強調西部作為中國形象的寓意。在這些影片中，西部一

直作為傳統與民俗結合的中國形象被呈現。在這些凝固的空間中，一切文化的存在儘管還具

有民俗風情的特點，但這些民俗風情都被抽離出其具體的歷史與生存環境，以其強烈的整體

震撼力和複雜的寓意而成為抽象的存在。這個抽象的存在就是中國形象，這個形象是整體

的、非歷史的、文化與生存意義的。一方面它隱喻籠罩在整個中國人生存之上的巨大的壓

力，這個壓力既是來自於自然也是來自於文化，人們在這壓力之下幾乎失去了個體的主體性

與反思能力，只能在本能意義上生存或者順從這個壓力的意義上生存，承認任何個體需要去

面對、並受其建構的整體性文化與社會存在；另一方面它也隱喻了中國文化整體的對世界、

對人的理解、規範與意義建構，而且這一切都以集體無意識方式滲透到人們自覺的生活選擇

與價值評價中，也因此而成為重要的生存方式。如果比較一下現代化敘事中的西部形象，不

難看到儘管那些影片中的西部也具有中國形象的意義，但兩者之間的區別還是巨大的。一是

那些影片中的中國形象並不是整體的，而是或分為階級差異、或分為現代與傳統的差異、或

分為落後與進步的差異等，而這些西部影片的西部則是整體中國形象的象徵，其中的差異並

不重要。二是現代化敘事中的西部形象或者是社會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經濟的，而這

些影片中的西部形象則主要是文化與生存的，人們在生命與文化的關係中來建構西部與中國

形象。

四是這些影片基本是悲劇性的。與現代化西部影像再現的歷史烏托邦與自由渴望相反，這些

影片中的個體在自然與文化的壓力面前總是無能為力，人固然在抗爭中將生命最潛在的力量

在瞬間中釋放出來，也在這種反抗中顯示了生命在最基本層面上的平等與尊嚴，但失敗與死

亡的陰影總是如影隨形的跟著人們。人們在這裏從來沒有設想過未來會給予生命怎樣的解放

與全新的可能性，更不敢奢望所謂自由與幸福的遠景。即使如《老井》那樣最後打出了出水

的井，人們也無法因此獲得未來的可能性，不僅是那口井只是人的生存的起碼條件，更重要

的是那口井是那麼脆弱，它能負擔起整個村子人歷代的饑渴與幸福的期盼嗎？所以，雖然這

些影片依然具有啟蒙主義的情懷，但以重農中的憂鬱已經盤繞在整個片子之中，人們根本無

法通過啟蒙主義的樂觀解決文化與生存的悲劇。

三 視覺消費主義視野中的西部影像

1990年代以來，大眾傳媒以及文化商業化大行其道，西部因其獨特的景觀、自然生存和異域

風情而成為商業賣點，因此眾多的影片把西部作為視覺消費的中心之一，從1990年代的《黃

河絕戀》《紅河谷》《臥虎藏龍》到新世紀的《英雄》《天地英雄》《十面埋伏》《天下無

賊》《霍元甲》《可哥西裏》《千里走單騎》《喜瑪拉雅王子》等，這股將西部形象奇觀

化、消費化的趨勢愈演愈烈。一般來說，這類片子中的西部影像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這類片子將西部奇觀化，突出西部形象的視覺衝擊力和可觀賞性。這類影片不再通過試

驗性、寓意化的鏡頭語言處理來表現西部形象的文化意義，相反影片儘量通過明晰單純的鏡

頭語言還原西部作為一個獨特的、不可替代的視覺空間的特點。如《臥虎藏龍》中黃山、

《英雄》中的九寨溝、《可哥西裏》中可哥西裏等，這裏的西部或優美如畫，或壯觀奇絕，

都給人視覺上美不勝收之感，使人油然而生嚮往之情。這裏的西部既不是美好祖國的載體，

不具有中國形象的政治意義，也不是文化中國的象徵，不具有中國形象的文化意義，它們只

是單純的景觀，以其自身的美影響人們的接受。同時這些形象也是單純的空間形象，它沒有

或者不需要歷史，這點是它不同於文化西部形象的地方，文化西部是要把時間壓縮成空間，

使時間永恆化、凝固化，從而表現西部文化令人窒息的特點，而這些影片則要去掉歷史，把

西部還原成單純的自然狀態之美，這樣一來任何歷史敘述對於這些自然來說都是點綴了。再

有就是這類影片一般都把西部環境從西部人的生存中獨立出來，其中很少看到西部人與環境

之間的緊張關係。

二是這類影片並不關注西部環境中人的生存。可以說上述影片中的人物與西部之間基本沒有

生存關係，這些人物只是西部空間中遊客、過客、俠客、行旅、士戌等，他們的身上既沒有

西部環境所賦予他們的自然與文化特徵，他們也不關心西部的狀況，他們與西部的關係就是

他們"現在在西部"，因此遭遇到西部給他們的生命所帶來的偶然影響，這種影響雖然對他們

的生命可能是決定性的，但卻是外在的，即使是比較注重真實再現西部的《可哥西裏》中，

人們也不難看出其中的人大多數是流動的人，他們與可哥西裏的生存環境之間並沒有生命的

聯繫。而西部人的生存、西部充滿文化意義的世界在影片中最多只是作為邊緣化的異域風情

被呈現出來，這些生存與意義不具有構建世界與生命的價值。因此，在這些影片中，人們看

不到西部的社會矛盾、生存困境，或者即使有矛盾，這些矛盾也與西部沒有什麼關係，是游

離於西部生存之外的。

三是這類影片中的西部形象常常被放置的全球化背景中，表現西部在全球化市場交換中價

值。在現代化西部與文化西部的影片中，西部依然是在中國語境中呈現出來的，人們更多還

是在中國的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中再現西部，而消費主義影片中的西部則是作為全球化消費市

場中不可替代的景觀消費品出現的。首先，它們以琳琅滿目、目不暇接、異彩繽紛為自己的

主要特點，在景觀的異域性與豐富性中形成自己不同於全球任何地方的獨特風情。其次，這

類影片的西部更加凸出本土性特點，也就是某一具體地域的空間性與景觀性特點，它既不表

達西部、更不表達中國的整體性特點，它要把自己放在全球流動的景觀產品市場中推銷自

己，因此它更注重本土性的特點，那一方水土所生成的具體而微的特點，而不是民族性與國

家性的特點，只有這樣它才能成為全球化過程不可替代的，因為恰恰是本土的才是全球化過

程的產物、也是其基礎。最後，影片在呈現西部世界中也就常常從全球化的視角來，《英

雄》《可哥西裏》如此，《十面埋伏》《霍元甲》更不例外，一定要世界"西部"凸現出來。

而引入跨國人士來觀察西部無疑是這種全球化視角的更直接體現，《紅河谷》《千里走單

騎》《喜瑪拉雅王子》無不如此，這裏的雲南、西藏既不是雲南人、西藏人的雲南、西藏，

也不是中國人視野中的雲南、西藏，而是全球人眼中的雲南、西藏。

四 個人記憶中的西部影像

1990年代以來，隨著宏大敘事在中國的衰落、隨著人們對現代化熱情的減退，另一種直面西

部的影像再現方式浮出水面，這就是將西部與個人的生命記憶聯繫起來，如《巫山雲雨》

《青紅》《尋槍》《那山那人那狗》《美人草》《月台》《小武》《任逍遙》《三峽好人》



等。不難看出，這類影片中西部比較其他三類影片中的西部具有以下四個明顯的特點：個人

性、生活性、生存性與具體性。

從個人性的角度來說這類影片一般是與個人生存聯繫在一起，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這類

影片的西部環境總是與片中的人物作為一個獨特的個體聯繫在一起，是他個人生活史中可以

觸摸到的西部。這些影片的鏡頭語言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即鏡頭語言的主觀性與個人性。這

類影片一般很少使用全知的外在敘事鏡頭語言，而是儘量通過人物的眼睛來看周圍世界，這

種觀察視角不僅將世界限制在觀察者的主觀觀察範圍之內，而且也使周圍的世界呈現出觀察

著主觀的認知與情感特點。唯其如此，這些觀察就只能是個人性的觀察，是有關個體自身的

興趣、經歷、生命感受的觀察。同時周圍的世界也就與個體的生命故事聯繫在一起，而不再

是超越個人生命故事之外的偉大的歷史故事、現代化的宏大籌劃等，即使影片中出現了這些

宏大的規劃，如《任逍遙》中由廣告、高考、彩票、流行歌曲等構成的世界同個體生命之間

就只有若即若離的關係。二是這類影片中個體依然是西部環境中的個體，他們的生命故事只

能是西部故事，即使這個西部不是整體的西部，而是個體的西部。這裏的西部依然包括西部

的自然與人文，如《巫山雲雨》，那裏的街道、房子、旅館、來往的人、人們的生活方式都

只能是那個西部的世界。但這裏的生存環境之西部是不同與文化西部中的西部，後者的西部

不僅是整體的、象徵的，更重要的是壓制性的，而這裏的西部則是親切的、微觀的。

這就涉及這類影片中西部的第二個特點就是西部世界的生活化。這類影片中的西部不再強調

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或者強烈認同現代化的目標，也不是簡單地把生命的原始生存作為表現

的重點，更不是完全無視西部生存而只關注西部景觀，而是要表現西部的日常生活狀態。這

裏沒有奇跡、沒有脫離生活常態之外的事件發生、沒有驚天動地、沒有極端環境，只有一群

群人在按照某一生活方式、生活節奏在生活著。他們在家庭、朋友、鄰里、陌生人的交往與

流動中經歷著快樂與痛苦、失敗與成功、生與死、愛與恨。他們的生命偶爾會有一點出軌，

但常常會回到日常狀態。即使是時代的大輪要把他們的生活拋入他們無法控制與預測的時空

中，他們也能按照自己正常的生活方式迅速調整自己，適應生活的變化，恢復日常狀態。就

像《三峽好人》中那群在三峽建設中被拋入喪家失鄉的人，他們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態度與經

驗迅速適應了這個巨大的變化。正是如此，人們可以看到這些影片不僅敘述節奏比較緩慢，

如同日常生活的緩緩展開，波瀾不驚，而且常常使用長鏡頭去表現人物與環境，從而比較細

膩地體現了在日常生活狀態中人物的生存感受。

第三個特點是生存性的。這類影片再現人物與環境幾乎不從超越個體生存之外的角度切入，

而是始終從一個普通個體的生存狀態與生存感受切入。環境與人物之間再也不是疏離的，人

物是從環境中生長出來的，他們在這個環境中有過悲哀，也有過喜悅，總是對自己生存於其

中的世界有一股淡淡的愛與愁。環境也不是壓迫人的，它們輕輕地撫摸著人，也在悄悄地、

無形地約束著人。從生存的意義上說，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社會人文環境，在這些影片中

的環境都呈現人化的特點，並且總是和善而親切的。而現代化敘事中的西部環境總是游離在

個體的生存之外，強加給個體一個歷史的故事，文化西部的環境則是與個體的生命總是激烈

對抗的，消費主義中西部則是無關環境與人的關係，只有這裏的西部才是生存性的。即使是

《青紅》這樣的青春回憶片，在講述文革之中回上海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到這批在三線工作

的人與西部之間的生存聯繫，他們的愛與恨、他們的焦慮與青春、他們的行為與感受，已經

與西部連在一起，滲透著西部的抑鬱、山水的濕潤、寧靜的清澈等。

最後，這些影片中的西部還是具體的，這種具體性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一是這裏的西部生

存環境不再是某個超越具體生存之上更大形象的象徵性載體，而就是這個生存環境自身，它



既不作為文化中國也不作為政治中國的象徵。影片很少用大全景來再現西部，即使有大全景

也是從人物的視角觀察的。它只能是這個地方的，只在默默的山水、默默的生活中講述自己

的故事，是這裏的人與山水的故事，而不承載更多故事，更大的虛構。那些宏大故事對於它

不僅是外在的，而且常常是短暫的，經過一番風浪之後只能又恢復到這個地方的故事脈絡之

中。二是這個生存環境是與具體的個體生命聯繫在一起，具有自己的歷史、風俗與個性，有

自己的子民與生命。這裏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人一物都是在這個生存環境生長出來，

而他們也都在不斷延續、創造這個生存環境的故事。這使它不同於那些消費西部形象，儘管

這些形象也具有視覺上的可觀賞性，但這只是物化的西部形象，恰恰缺少了生存西部的故

事、情感、生命與歷史氣息。第三，這種具體性還體現生命的可感性上。這裏的生命既不在

激情與死亡中耗損，也不在虛構與崇高中揮灑，而是在生老病死中、在一代代的記憶中、在

自我有意無意的籌劃中展開，這是具體可摸的生命過程，也是漫長豐富的生命過程，儘管它

不激烈，也不悲壯。在《密語十七小時》中，人們不難看到當拿著相機的遊客、當居留在大

城市中遊子來到江邊時，長江與他們的生命已經不在有具體的聯繫，即使這條江或許與他們

的童年記憶相關，但已不再是生存之根了。他們講述這條江時只能是遙遠的回聲，常將不再

聆聽他們，他們也聽不懂江，只能匆匆走過江邊，將城市的灰塵抖落在江邊。而那些生在江

邊的人則不僅記得自己的故事，更是在風雨之中能找到失落的東西、能聽懂長江的呢喃。他

們才是具體的感受到長江千年以來的呼喚的人。

當然，我國電影中對西部的影像再現不僅上述四種模式，實際上在《邊城》等電影中所形成

詩意化的西部影像也具有典型意義，這裏不再贅述。同時，上述四種西部影像再現模式也不

是歷史性依次出現的，相反，一方面它們之間就有交叉與對話，另一方面這四種模式依然在

中國當下的影響中都存在著，因此，這裏只是從研究的角度對之簡單劃分，而現實的使用情

形則是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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